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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女性创新者在技术创新中的
威胁抑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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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

惟创新者胜”。女性创新者作为技术创新工作中的重要一极，是创新驱动的不竭动力。理论上，

刻板印象所构建出的女性预设形象让女性在创新活动中会面临刻板印象威胁。在分析女性创

新者身份不一致、匹配度与合法性的丧失、女性创新者能力认知、认可与晋升劣势、技术创新团

队氛围等刻板印象溯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女性刻板印象与女性刻板印象威胁之间的非必然

性”。技术创新的容错倾向、协同创新、技术创新风险的防御性保障、多身份调节和转换能够干

预女性刻板印象威胁，甚至使之成为女性创新者的发展机会和有利条件，从而让晦涩不清的、

在迷雾中探索的“女性创新者”进入研究视野。以此从平等、关怀和共同发展的层面上重构有关

创新者的理论研究成果并增加创新理论的人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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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2016）。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

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6年5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印发，提出2050年建成世

界科技创新强国。面对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契机，“创新”势必成为国家意志和社会的共同行动。

而如何触发创新、如何让创新驱动社会发展，已成为国内学术界和实践领域的显学（钱颖一，

2016；陈劲，2016）。社会技术创新的推进，往往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相互促进的结果，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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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医学、化学、信息科学等基础科学，机械与运载工程、能源与矿业工程、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信息与电子工程等应用科学。但不可否认，“创新”、尤其是专业领域的

“技术创新”是一个门槛极高的智力活动，它意味着从事挑战性的工作和创新事业，其背后所隐

藏的是创新者在行为之前，长期、持续、大量的累积优势和社会资本，包括了丰富的专业技术背

景、教育投资、社会网络、人力资本积累（Fitzsimmons等，2014）。女性参与技术研发的比例呈现

出明显的隶属级别差异和学科差异。如图1所示，女性在不同隶属级别的技术研发部门中的比

例大致处在30%—40%，处在省级部门的R&D女性最多，2015年已经超过了40%且近几年的增

长明显。但是在中央部门中，R&D女性的比例最低，接近30%并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这说明女性

技术研发与创新人才在高层次技术研发部门中的参与程度和比例较低，而在中低层的技术研

发部门中相对较高，但总体上仍明显低于男性。

如图2所示，女性在不同学科的技术研发中的比例也大相径庭。首先，女性研发人员超过半

数的学科是医药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上，女性研发人员比例超过了40%。自然科学和农

业科学的女性研发人员比例相差不大，基本稳定在35%左右。而工程与技术科学的女性研发人

员比例最低，近几年持续下降到了20%以下。在这种明显的男性占主导的创新环境中，女性通

常需要面临双重评价偏倚：（1）女性普遍被认定为不具有工具型能力（agentic ability），也就是

缺少创新行为所需要的基本智力能力；（2）女性所表现出的创新能力，在被感知的过程中也会

受到损耗（Eagly和Karau，1991）。按照Joshi等（2015）的研究成果，行业当中男女性从业人员的

比例会影响到性别所造成的刻板印象的影响程度、决定了性别因素在绩效评价和工作报酬上

的影响，而所从事工作内容的复杂程度也会影响到女性在绩效评价和工作报酬上的偏倚大小。

女性研发人员比例在不同隶属部门级别上的差异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是女性刻板印

象在技术创新领域的观照。刻板印象和双重评价偏倚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女性创新者所嵌入的

创新组织活动、上下级关系以及自我行为认知等方面。一般性的性别研究和统计数据，并没有

将女性创新者所处的情景进行具体刻画、没有突出性别非均衡化的技术创新和技术研发领域

的情景特殊性。因而何种情景能够催生出女性创新者的刻板印象威胁、产生了何种互动与限制

性行为就难以清晰辨别，从而导致性别刻板印象与威胁之间极易产生必然性（秦启文和余华，

2001；王沛，2002；王沛和陈学锋，2003；徐大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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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中国科

技数据库（2016）。

图 1    不同隶属级别的R&D女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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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学科的R&D女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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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将情景锁定在技术创新情景之中，探讨该情景下的刻板印象对女性创新者的

影响及其所面临的窘境，系统性地分析了女性创新者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所受到的威胁，并且在

承认威胁的基础上，探讨如何正确使用刻板印象来消解刻板印象与威胁之间的必然性、如何创

造女性创新者的刻板印象机会。这些都是缓解、乃至正确使用女性创新者的刻板印象、激发技

术创新行为和效率所必须清楚探讨的问题。作为国内创新研究领域以“女性创新者”为研究对

象的首次尝试，本研究以女性创新者的“刻板印象”为载体，系统梳理国内外在技术创新情景下

的女性、性别刻板印象等的研究成果，从而深度解析技术创新研究视野中的性别议题与性别影

响，以对创新理论的人文观构建、创新主体中女性创新者内在的全面发展等方面，输出了理论

与实践层面的研究增量与借鉴价值。

二、  技术创新情景与女性刻板印象

（一）女性刻板印象的初始情景

女性的刻板印象对女性所处的情景进行了限定：大部分人将女性的职业定位设定在了人

文领域而不是工程和技术领域（Steele和Ambady，2006），甚至是将女性圈定在家庭中，认为家

庭才是女性的最终归宿，而不是工作与事业（Geis等，1984）。这种情景化的刻板印象会使女性

在创新活动中缺乏归属感、有强烈的危机感和敏感心理（Cohen和Garcia，2008；Walton和
Cohen，2007），最终很有可能让女性脱离该行业。

“男主外、女主内”（women take care and men take charge）的观念在任何文化背景下都存在

（Dodge等，1995；Heilman，2001；Hoyt和Murphy，2016）。在管理学领域，女性管理者面临着难以

进入高层管理层次、能力感知和绩效考核的性别偏差等系列问题。根据Sh a p i r o和
Neuberg（2007）的研究，与性别有关的刻板印象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涉及差异却又彼此

相关的多个生理和心理过程。性别刻板印象所产生的生理和心理的应激反应机制包括三种：会

损害工作记忆、会不自觉加强对他人的监视和控制、产生消极情绪并压制积极情绪。Hoyt和
Murphy（2016）研究了关于刻板印象在管理情景下的过程，如图3所示。

目前，很多研究都是针对管理领域和学科领域进行研究，然而只要存在“情景”和社会认知

图式，就会有刻板印象的存在，因此，各个领域的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成果在技术创新情景同

样适用，能够在不同的职业领域和职业情景中闻一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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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Hoyt和Murphy（2016）的文章整理。

图 3    管理情景中的刻板印象威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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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刻板印象的情景延展

社会支配理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认为，职业当中一些显性规则和潜规则构成了职

业中的性别分化和门槛，并不断形成并强化职业当中的性别等级。其中，最大的门槛是文化资

本。在社会实践理论中，文化资本分成了客观化、身体化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Bourdieu，
1977）。客观化文化资本包括了个人所拥有的各类成果，这些成果能够反映自身的文化水平和

能力层次，例如文学作品、绘画作品、专利成果等。身体化文化资本是个人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所

逐渐形成的“肉体化秉性”，包括了动作、姿态、语气、行动气质和习惯等。它能够决定个人能力

被他人所感知的过程。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包括了各种资格证书、正式学历证明、学术头衔和

学术资格等，它使得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具有了合法化的地位。但一旦制度化文化资本的获取过

程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就会在官方承认的基础上得到保障的能力与简单的不被认可的文化

资本之间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很多学者已经通过案例和实证研究发现，性别刻板印象在科研、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和math，STEM）这四个领域尤为明显（Good等，2008；Shapiro和
Williams，2012）。这种情况反映出刻板印象具有明显的情景性，在某一个特定环境下处于在位

优势的群体会在另一个情景中遭到刻板印象的罹难（Aronson等，1998）。已经有实证研究证实

了性别刻板印象会在STEM领域让女性在一些重要的谈判、决策工作中表现不佳、缺乏自信、

自我否定甚至产生离职倾向（Bell等，2003；Logel等，2009；Inzlicht和Ben-Zeev，2000；Schmader，
2002；Spencer等，1999）。女性一旦对自己也存在刻板印象和自我否定的心理状态，她们在工作

中会增加大量的试探性行为和语言（McGlone和Pfiester，2015）、影响决策效果（Carr和Steele，
2009；2010）。试探性过程不仅会耗费大量的管理成本和沟通成本，还会在试探与迎合行为中，

无形增加决策风险、损害自身的权威性、增加下属对自身的质疑。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自身的权

威和合法性，女性更容易固执己见，尤其是倾向于放弃一些低风险决策，而选择一些高回报、高

风险决策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并彰显自己的胆识（Carr和Steele，2009）。STEM正是技术创新

的重点领域，刻板印象及其影响都会使得身处这些行业的女性无法完全进入到行业领域、能力

发挥受到限制。

三、  女性创新者的窘境

（一）技术创新的情景特征

传统的创新行为或活动是技术研发、创造到商业化推广的全过程（陈劲和郑刚，2013），是
基于技术改进和创造下的流程再造和产品更新换代。创新的初衷，来源于现实经验和对缺陷的

改进，甚至是来源于某些偶然性因素（例如：青霉素的发现来自于实验的偶然；贝尔偶然发现了

铁片在磁铁前振动会发出微弱的声音，有了发明电话的初步设想），并最终取决于研发成果。整

个过程是实时性的，但是创新成果的最终检验效果却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创新技术实验是否

能获得成果、是否能够适用于实地试验、成果是否具备商业化推广的可能性，这都让创新活动

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呈现出明显的未来导向（梅亮和陈劲，2015；Owen等，2012；Sutcliffe和
Director，2011）。这也就是为什么创新者总被打上冒险者、破坏者、勇敢者和打破常规者的标签。

女性在创新活动中所受到的各种差异化的待遇，其实都能够归因于“刻板印象”。角色一致

理论中，提到了女性将会面临的两种门槛（Eagly和Karau，2002）：（1）在创新行为中，女性创新

者需要跨越的第一道门槛，就是“匹配度缺位”的问题。较之于男性，女性普遍被认为缺乏理性

和逻辑思维，因而很难胜任创新活动对个人特质的要求（Biernat和Fuegen，2001；Foschi，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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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lman，1983）。个人能力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对其能力存在某种认知错误，随着创新活

动的开展和成员合作的展开，一旦女性的个人创新能力被得到认可，这一障碍已然消失。（2）随
之而来的，将是另一种无形的门槛——回弹效应（backlash）。跨越了第一道门槛的女性，被认定

为拥有卓越的个人创新能力，而这种“反刻板化”（counter-stereotypical）的女性形象会更加容易

遭到偏见、妒嫉和歧视（Rudman，1998）。“回弹效应”就像是对女性拷上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双重门槛之间相互矛盾、逻辑冲突，使得女性面临了无法摆脱的困境和难以逾越的障碍。

创新源于技术、成于资本，前期投入高、风险大、回报周期长（辜胜阻和庄芹芹，2016）。创新

行为，意味着愿景、勇气、变革、突破、挑战、破旧立新（Perel，2002）、反对非我所创（not-invented-
here，NIH syndrome；Katz和Allen，1982）的企业惰性。进而，从事创新事业的女性，自然而然就

会被赋予创新行为所带有的特质，却又在刻板印象的催化下，其特质被异化为支配欲、控制欲

和傲慢的变异工具型（agentic）特质，而这种原本被认定为男性专属的工具型特质，一旦被女性

所具有，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引起他人强烈的抵触和不适。

（二）刻板印象威胁的非必然性

将“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嵌入“创新”的范畴，具有其学术视角和实践双重意义。

20世纪70年代学院派女性主义正式进入学术领域，其初衷是为了借助女权主义的启蒙运动，为

女性运动寻找学术上的合法性（legitimacy）并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女性不平等待遇和未来发

展提供理论解释和预测。关于女性、刻板印象和创新的研究，其实是在当前的创新相关议题中，

呼吁对“女性”“性别”变量的强调，将创新过程中的女性相关的被边缘化乃至是无形化的创新

问题纳入研究范畴之中。其目的不是对现有研究的批判或填补空白（Kanter和Millman，1975），
而是将研究视角放大，让某些长期被忽略的非正统议题拨云见日。这一过程能够使理论的经验

来源更加多样化、具象化，将原本支离破碎的女性经验和社会现象在这个框架中进行融入和整

合，使得“创新者”不再是匿名的（anonymous）、暧昧的（ambiguous）、甚至是无形的（intangible）
个体，而表现为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历史的个体（Harding，1987）。Cook和Fonow（1986）提出，

要意识到性别无处不在的影响、要承认研究对象乃至研究者本身也是一个性别存在体。此外，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代化所形成的技术资本主义会给社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冲突（芭芭拉•亚
当等，2005）。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在研究过程中彰显伦理关怀、强调对女性的关注与

赋权，能够提升研究内容的公平性和创新活动准入规则的平等性。创新这项源于人类智慧、服

务于社会全体的社会活动，只有消除了进入门槛和结构性歧视，才能被社会大众所共享、获得

扩大化的福利范围和效果。

尽管刻板印象威胁源于刻板印象，但是刻板印象并“不必然”引发威胁效应。此外，刻板印

象威胁具有明显的情景性，被嵌入于特定的情景和社会背景之中。一般而言，这个情景蕴涵于

与个体相关的社会范畴之中（Marx等，2005）。女性刻板印象，无论是威胁、还是机会，这都让边

缘化的女性问题重新放置到研究主流的框架当中，形成“不含偏见”的创新知识和创新行为，让

女性创新者不再处于“身处其中的局外人”（outsiders within；Collins，1986）或“边缘化的局内

人”（marginal insiders）的尴尬位置。

为了研究女性刻板印象对女性创新者的影响及其影响方向，本研究从“刻板印象”出发，通

过介绍女性预设形象与女性创新者之间的形象差别，探讨女性创新者所面临的身份不一致和

合法性缺失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刻板印象并不一定就会引发“威胁”，创新活动内容的变

化、婚姻对女性的重要意义以及女性所得到的更大限度的容忍和容错，也能够为女性创新者带

来男性所无法享受到的机会。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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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威胁：女性刻板印象的溯因

（一）技术创新行为的身份一致性

身份不一致假设（status incongruity hypothesis，SIH）与角色一致理论（role consistency
theory，RCT）这两种理论都曾经用于女性领导力的研究当中，理论指出：当女性表现出卓越的

领导力时，她们所做出的努力不会被同事和上级重视，这种情况源自于对性别与社会角色的固

化，并且这种观念在各种文化背景下都存在（Eagly等，1992）。RCT和SIH都提出了具有工具型

（agentic）特质的女性会由于身份、角色与社会预设形象的冲突（status violations），而受到他人

的抵触和指责。

角色不一致问题会导致“合法性”（legitimacy）的缺失。女性在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时，由刻

板印象而引起的匹配度低会使她们难以获得上司和下属的认可，工作活动所能够获得的资源

支持、调度能力等合法性权利都很难获取。拒绝合作、拒绝分享、信息孤岛、团队分层、小团体、

性别孤立等现象都是这种低合法性所产生的后果。没有技术创新资源的支持，对最终的创新结

果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而这种恶性循环将会不断强化创新过程中的性别鸿沟（gender gap）。
Vial等（2016）分析了女性个体角度缺乏合法性的自我强化关系，如图5所示。

如果从女性创新者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自我强化循环”，可以这样解读：一个普通的女性创

新者拥有在位权利（A），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逐渐树立起了正式权威（B），权威能够帮助这个女

性创新者拥有更多的创新资源，例如人才召集能力、资金筹集能力、行业号召力、政策支持的获

−

−

−

−+

 
图 4    女性与创新：刻板印象的威胁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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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能力等，同时她的创新权威也会遭到他人的认知偏差（C），权威减弱。创新者的性别（D）能够

影响下属对其性别因素的归因程度（B）和创新权威认知偏差的程度（C）。性别归因（B）和创新

权威认知偏差的程度（C），共同决定了女性创新者的合法性（E）。合法性的丧失，会产生一系列

的后果（F），并最终影响到女性创新者的心态（G），例如厌恶创新风险、害怕失败、拒绝团队合

作和开放交流、拒绝信息分享和知识共享等。

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包含两个要素：（1）规范性要素，阐述了男性和女性应该

是怎么样的，不同性别的预设形象是什么，他们应该做、不应该做什么？（2）描述性要素，阐述了

男性和女性的差别是如何产生的，违反该形象时，会对该违反者造成什么负向影响？（Burgess
和Borgida，1999；Eagly和Karau，2002；Glick和Fiske，1999；Heilman，2012）。Rudman等（2012）调
查了男性和女性的禁制性（proscriptions）和规范性（prescriptions）的行为，如表1所示。这种禁制

和规范逐渐形成了性别规则（gender rules），即使女性表现出了高度的逻辑推理能力、理性思考

能力、分析能力（属于男性的规范性行为），她们只会得到尊重而不会得到认可（Heilman等，

2004；Rudman和Phelan，2008）。

表 1    男性和女性的禁制性和规范性的行为

特　点 内　容

男性的禁制性行为
感性、情绪化、幼稚、脆弱、不可靠、缺乏安全感、轻信他人、夸张、优柔寡断、
迷信

男性的规范性行为
职业导向、领导力、进取心、果敢、独立、商业头脑、野心、勤奋、抗压能力、主
动、智商、分析能力、高度自尊、说服力、竞争力、胜任力

女性的禁制性行为
咄咄逼人、进取心、胁迫、独裁、控制欲、强势、苛刻、冷酷、愤怒、固执、冷淡、自
我为中心、冷嘲热讽

女性的规范性行为
感性、温暖、关爱孩子、敏感、倾听者、开朗、热情、情绪化、合作、友好、热心、礼
貌、谦逊、“外貌协会”、互助、好人缘

　　资料来源：根据Rudman等（2012）文献整理。

D

A

B E C

G

F

D

 
资料来源：根据Vial等（2016）文中的表1进行整理和修改。

图 5    缺乏合法性自我强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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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创新行为的回弹效应
“回弹效应”（backlash）最早是由Rudman在1998年提出，描述了违反角色一致性、挑战刻板

印象的女性在社会上和经济上遭受到的一系列偏见和贬责。回弹效应来源于身份冒犯和不一
致所造成的对他人的恐慌感和威胁。这是个人本能的风险规避倾向。通常，女性被认定为温暖、
友好、互助的代名词。在社会认知图式的作用下，这种印象会逐渐被刻板化。女性被强制要求去
迎合这种固有的印象，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发展权利的剥夺（proscriptions）和道德绑架，同时也
是男性对自身身份地位的过度自尊和保护（Parks-Stamm等，2008）。

技术创新行为的回弹效应会导致如下的结果：（1）女性创新者难以获得职业生涯的提升或

是资源获取机会（Brescoll，2011；Brescoll和Uhlmann，2008；Phelan等，2008；Rudman等，2012）；
（2）上级倾向于给女性创新者较低的创新绩效回报（Brescoll等，2010；Brescoll和Uhlmann，
2008；Livingston等，2012），这极有可能降低女性创新者的工作积极性；（3）会降低女性创新者

的合法性，让下属与创新合作者对女性创新者产生拒绝性的态度，而这一系列行为会让女性创

新者的心态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甚至产生对自我的否定和消极心态，影响到创新效率

（Lammers等，2008；Smith等，2008）。下属和合作者的拒绝态度包括了：（1）故意诋毁具有卓越

创新能力的女性；（2）消极的非语言行为，例如在面对面交流过程中的负面身体语言、面部表

情；（3）消极的工作行为，甚至会挑战技术创新团队内部的工作规定，例如早退、矿工等；（4）直
接冲突，在公开场合发生直接冲突、怀疑并挑战女性创新者所提出的新观点。

当前也已经有学者指出，刻板印象不仅会影响到他人对女性的能力感知，还会影响到女性

自身。很多女性在工作中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双盲”（double bind）状态，如果符合女

性行为特征，将会被视为缺乏匹配度、受到感知偏倚的影响，如果符合男性行为特征，则会受到

回弹效应的影响，而同样不被认可和支持（Eagly等，2014；Heilman，2001；Heilman和Okimoto，
2007；Heilman等，2004；Rudman和Glick，1999，2001）。也就是说，女性在从事一项事务时，她们

在特定社会背景和行业背景下所要面临的判断、定型、限制和对待，都被捆绑在社会身份一致

性（social identity contingencies）的问题当中（Purdie-Vaughns等，2008），而这种环境会不断增加

女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产生自我否定感（Eagly和Karau，2002；Heilman，1995）。而这种心理状

态，会让女性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缺乏自信、过于关注结果、希望最大限度规避风险和避免失

败，而不敢进行创新实验和尝试，这使得颠覆式创新和卓越的企业家精神变成一种奢望。

（三）技术创新绩效的优势惩罚

Joshi等（2015）研究发现，女性在职业中即使与男性表现出同样的能力，他们所获得的报

酬、认可和晋升机会却明显低于男性。在社会上，护士、小学教师等职业被固化为女性职业，而

消防员、工程师、科学家等职业被固化为男性职业。一旦女性从事了男性职业，她们将会被认为

匹配度很低、其工作能力和绩效就不会被认可，甚至会面临“优势惩罚”（dominance penalty）。
DiTomaso等（2007）在美国对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在男性职业中，相对于其

他人口亚组（白人女性、有色人种女性、移民），白人男性能够获得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和绩效

考核结果。Joshi（2015）也发现：即使是和其他同事有相同的工作表现，男性科学家和工程师却

能够获得更高的绩效评价结果；在某些职业情景下，高教育背景的女性所获得的评价和口碑会

比低教育背景的女性更低；男性比女性能够获得更多的项目合作机会。仍有很多人认为，在一

些职业声望很高的职业中（高社会地位、高人力资本投入的职业，例如律师、工程师、物理学家

等），男性和女性具有相似的能力水平，职业发展机会也会相对公平。但其实女性同样也会在这

种环境中面对诸多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是源于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尤其是一些对信息要

求极高的工作内容，例如能力评价、绩效考核、口碑建立等（Auster，1989；Fiske等，1991），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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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评价结果中，都经受着认知偏差所带来的负效应，她们的能力、成果、可获得的支持和资

源都会被大打折扣。
从职业晋升上看，女性所面临的“玻璃天花板”就是一种体现。在企业管理中，女性很难成

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或决策者，而处于中层管理岗位的居多，这种现象同样也在技术创新部门
得到体现。图1数据显示出的中央部门从事技术研发与创新的女性比例明显较低，就是“天花
板”的实质证据。由于性别差异，女性被自动划归到中低层的能力位置和职业位置（Rudman和
Kilianski，2000），且具有更低的晋升机会。职业地位的缺失最终会导致话语权的丧失。

职业风险上看，相较于男性，女性更有可能被推上危险且不稳定的职位上（玻璃悬崖（glass
ceiling））。这种现象的确存在，Ryan和Haslam（2005）利用在财富100强公司的实证研究数据加

以证实。在创新活动中，如果一项技术创新项目的成功率不高或前景不被看好，这时女性创新

者将更有可能被提拔为该创新团队的领导者。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首先，在危机面

前，人们更容易认清现实，此时创新团队的成员将不得不承认女性创新者的能力、更愿意认可

女性创新者的角色合法性（Paustian-Underdahl等，2014），并乐于提供配合与协助（Lyness和
Thompson，1997，2000）。其次，从归因角度上来看，团队成员更加倾向于将失败原因归咎于领

导者的失误而非客观环境因素（白新文等，2006），因此，被提拔的女性创新者将很有可能成为

团队失败结果的“替罪羊”，而其他成员则能够让自己处于隔岸观火的有利位置。

（四）技术创新团队氛围

技术创新行为往往伴随着高投入、高风险、高失败率。而女性这种客观存在的性别类型，却

常常与负面或失败结果强行联系，也就是所谓的“红颜祸水”（Beauty is beastly effect），因而这

种效应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尤为明显。一旦技术创新活动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或被迫终止，女性

成员的参与或某些失误常常就会被放大、甚至被作为直接的归因对象。从理论上看，“红颜祸

水”源自于角色匹配度的缺乏和性别角色的侵犯（Eagly，1987；Heilman，2001），女性最初就被

认定为不具备创新能力、无法胜任创新工作，即使在工作中表现出了胜任力，她们也会被强行

判定为“冷酷、好斗、自私、虚伪、阴险”的异类（Heilman等，1995；Heilman等，1989）。Johnson等
（2014）发现，女性如果在一开始就承认“红颜”则能够有效降低被强制归为“祸水”的可能性。但

在技术研发领域，外貌与个人创新能力并不具有直接的联系、甚至被视作是对立的（例如当前

流行的“花瓶”一说）。也就是说，无论承认与否，外貌出众的女性，会由于“红颜祸水”的影响而

被动地与失败直接相连，也会由于“花瓶”等性别偏见而被认定为无能、缺乏创新能力。
在技术创新领域，仍然属于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而女性在这个领域所构建出的经验，常

常被视作是一种“分裂的意识”（bifurcated consciousness），对于女性本身而言，甚至面临自我冲
突的窘境（Smith，1987；Oakley，2002）。从事技术创新事业的女性，其行为在不断进行突破和挑
战，而却又无法逃脱充斥着刻板印象的社会大背景，使其本身就处于一个矛盾的心理状态之
中。而这种被歧视和自我否定的心理，催生出了“女王蜂综合征”（queen bee phenomenon）。“女
王蜂”指的是一个获得认可的女性创新者，很有可能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和合法性，倾向于把
自己同化为男性、成为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的捍卫者，比如其他的女性成员保持距离、甚至打
压其他女性成员（Kanter，1993；Staines等，1974）。也就是说，女性刻板印象的威胁不仅来自于
男性、竞争对手、上司下属，还来自于女性人口亚组内部的矛盾。

五、  机会：女性刻板印象在技术创新行为中的效用

（一）对技术创新的宽容倾向

在对女性刻板印象威胁的论述中，“优势惩罚”已经解释了女性在能力认知、认可和晋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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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偏倚。无论是上司、同事还是下属，都会对女性的创新能力持有怀疑态度，

而个人能力这种文化资本还会由于客观化、身体化和制度化的性别获取障碍，而成为女性进入

创新行业的进入壁垒。即使是进入行业、从事创新事业之后，由于身份的不一致和合法性的缺

失，卓越女性创新者的被认可程度更低，即便是取得了同样的绩效和成果，她们也不会得到和

男性同等的报酬和晋升机会。

但是这种对女性创新者的低期望值，也有其正向作用。（1）反差效应：上司对女性创新者在

某项创新项目和技术上保持低期待度，能够更加客观、合理地评价项目的风险和机会，创新者

盲目自信、忽视创新风险的情况几乎不会发生。创新技术一旦获得成功，会与低期望值形成较

大的反差，对他人的认知冲击会增大，有利于女性创新者形象的建立。（2）宽容倾向：由于对女

性创新者能力认知偏低，上级、尤其是男性上级很容易对其产生同情和包容的心理（张诚，

2001；王宏维，1992），善待并宽容他们所认为的弱势的“笨鸟先飞者”，即使最终结果是失败，他

们也会更加倾向于宽容女性。本质上讲，女性创新者在利用“宽容倾向”时，其实是变相地默认

自身的弱势群体地位和刻板印象。其实刻板印象源自于社会认知图式的构建，图式的改变是一

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对社会情景的重建有极高的要求。因此，在图式没有完全改变之前，应该

接受并善用刻板印象，为女性创新者建立创新容错机制、营造宽容失败的氛围，形成有利于女

性创新行为的组织气氛。

（二）技术创新团队合作与协同

随着现代管理学的发展，高效的管理实践内容和方式已经悄然而变。在技术创新活动中，

更加强调团队合作、知识共享、开放、合作、协同。创新团队中建设、授权、沟通、共享（Eagly和
Sczesny，2009；Ansari等，2014）等实践内容与女性的关系型（communal）导向不谋而合。首先，

创新项目的复杂技术，需要团队内部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沟通与交流。其次，技术创新项目需要

团队知识结构更加多元化，也需要更深层次的知识运用与协同。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学科背景、

教育水平、性格特点的人需要通过知识的相互碰撞和融合来实现创新成果，并且要求成员能够

形成深度信任与合作关系，完成知识分享。而这一系列过程，就对团队成员的沟通技巧、人际关

系相处技巧甚至是同理心有更高的要求。言下之意，以往备受歧视的关系型女性形象恰巧迎合

了当前管理、团队合作和创新活动的素质要求。换言之，团队合作、协同创新的新趋势，更需要

关系导向的人才参与到创新团队之中。这样，女性的角色一致性与合法性都会更容易得到认可。

（三）技术创新风险的防御性保障

工作和家庭是个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两个部分，而婚姻和事业也是个人积累社会资本的重

要途径和方式。婚姻是陌生双方建立联系并相互担保的重要手段（王雯君，2005）：在婚姻运行

良好的前提下，男女双方事业上产生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婚姻关系进行转移。从这个完全理性

的层面上看，婚姻是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机会和保障。对于女性创新者，在男性为主导的职业情

景下，在事业上所获得的社会资本将会明显少于男性，个人心态也存在明显的敏感性和脆弱

性。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心理上，都希望从婚姻当中获得保障和依靠。女性一旦拥有稳定的婚姻

关系，将会获得配偶的信息资源和社会网络资源等，同样也会从婚姻关系中得到支持、信任和

安全感（吴慧靖，2009）。这很大程度上能够缓和女性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由刻板印象所带来的一

系列负面影响。与此同时，“男性文化”（masculinity culture）为主的社会性别观念中，丈夫需要

建立社会地位、需要事业有成，在家庭中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具体来说包括了维持生

计、维持家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张亮，2014），这是性别规范要求下的男性。而女性则需要负责

家庭事务管理、侍奉老人、抚养子女等。

女性创新工作者同时拥有社会和家庭双重身份，双重身份之间同样可以进行资源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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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互为补充。一旦女性在创新过程中遭遇失败，她们能够在心理上获得丈夫的支持和鼓励、

能够以家庭身份作为自己的“兜底”和“退路”。这种保障性的心理，能够让女性在创新过程中，

缓解个人的不稳定心理和敏感情绪。在做出创新决策时，能够更加果断、逐步调整其风险规避

的偏好，形成正确的创新风险观。

（四）启动女性创新者的积极身份特征

女性创新者，是女性在家庭、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空间中价值释放的典型。他们在家庭中承

担着家务责任、在职场上面临与男性同场竞争的职业压力，在不同的场景下进行不同的身份建

构和再构。身份的可建构性，决定了身份的多重性（李京桦，2015）。有学者通过实验发现，刻板

印象往往只会在一个人口亚组中产生。例如黑人女性就可以避开女性的刻板印象，因为人们很

容易将其划归到“黑人”的人口亚组，性别变量的影响将不再显著，而明显受到了种族变量的影

响，并让周围人产生“强大的黑人女性”的印象（strong black woman）（Livingston等，2012；
Biernat和Sesko，2013）。

女性创新者，拥有跨亚组身份的可能。女性创新者能够拥有卓越创新者身份、贤惠妻子身

份、慈爱母亲身份等社会身份，还包括民族亚组身份、年龄亚组身份、家族身份等。不同的亚组，

具有不同的预设形象。如果想要避免创新者身份的不一致性，可以启动其他身份当中的积极身

份特征，突出强调正面自我特质，在不损害女性特质的基础上降低对不一致性和非合法性的认

知，使平等、独立、自尊的女性形象得到他人的认可，并且防止女性产生“认同身份”的危机感和

无根感，而如何启动积极身份、如何建构自我身份，是“社会认同”理论中重点研究的内容。个人

会倾向于建构符合群体特征的个人身份，通常使用的方法是：通过社会分类方法，将自我纳入

到一个类别当中，并通过反复强调和加强来实现自我定型和身份树立。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女

性创新者的身份建构，并不是为了符合创新者的群体特征，而是通过其他积极身份的建立，来

淡化自己的女性亚组身份，降低不一致性、减少自己的无常感，提高归属感和安全感（费孝通，

1998）。一般情况下，女性在自我、家庭和社会中，有以下几种亚组身份选择（杨晓燕，2002；黄庐

进，2012），包括情感自我、家庭自我、心灵自我、表现自我和发展自我。如表2所示。

自我身份的建构受身体、行业、性别、心理特质、道德和意识形态等范畴的影响（Waterman，
1982；Deaux，2015）。女性在家庭环境中的家庭自我和情感自我，会更加注重自己母亲、妻子和

女儿身份的建立，在这种环境下，会形成贤惠、孝顺、慈爱、温柔、友好、理解的个人特质。在社会

环境中的表现自我和发展自我，会形成独立、自信、果敢、知性的伙伴、同事和朋友形象，她们往

往倾向于通过外在形象、个人魅力和事业发展来展示这种形象。但这些形象被纳入创新情景和

性别身份之中时，身份和情景就会形成一定的冲突而产生分裂，无法达到工作和性别之间的平

衡点。因此，当女性创业者发现创新的职业情景与女性身份存在冲突时，应该及时改变自己的

身份定位，启动自己其他环境中的积极身份（慈母、孝女、良师益友等）、淡化已有的“女性创新

者”冲突身份，通过其他身份的塑造来实现自我地位的树立，并将该身份所获得的资源转移到

表 2    女性身份选择

自我的重要性 行为特点 所属环境 社会身份 理想状态
家庭自我 家庭为主，典型的贤妻良母 家庭 家庭成员的社会身份 贤惠、慈爱、温柔
情感自我 追求个人情感满足 家庭、社会 伙伴、爱人的社会身份 友好、和睦、受欢迎
心灵自我 追求内在心灵自由、安详 自我 精神个体的社会身份 自由、幸福、满足
表现自我 追求时尚、喜欢交际 社会 社交成员的社会身份 时髦、合群、受欢迎
发展自我 追求事业成功、目标导向 社会 事业个体的社会身份 成功、独立、自信

　　资料来源：根据杨晓燕（2002）和黄庐进（2012）文中的表1和表2进行整理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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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创新者”身份中并加以使用。阿玛蒂亚•森（2009）指出，当前很多人倾向于用单一的、鲜明

的界限来对个人身份进行划分，但是人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复杂的。人的身份在垂直空间上

的变动不大，但却可以在横向空间上进行变化，不断开发个人的兴趣、爱好、政治身份等，都可

以为职业身份提供调整的空间。

六、  结论与展望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①，“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

如树人”②。女性作为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一极，是家庭、劳动力市场、社会的重要组成，在技术

创新工作中承担着智力贡献、体力贡献和社会资本贡献的重要任务（叶文振等，2003）。性别刻

板印象所建构出的女性预设形象，与卓越的女性创新者在女性特质上存在的冲突和不一致，使

得女性在创新事业中缺乏身份合法性和角色一致性，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形成了认可偏倚、认

知偏倚、晋升和职业风险的不平等机会，并承受着创新团队内外部的舆论压力。
本研究以“女性创新者”作为研究对象、以“刻板印象”作为载体，借助其所导致的身份一致

性、匹配度与合法性缺失、回弹效应、双重评价偏倚和工作内的舆论导向，来构建女性创新者所
真实面对的组织情景，引起对女性创新者的关注。在解释女性创新者窘境的基础之上，聚焦技
术创新情境中的女性创新的刻板印象，从威胁和机会的二元视角，系统地回溯并总结了女性创
新者刻板印象的溯因与效用。而女性刻板印象并不意味着女性刻板印象威胁，女性气质能够让
女性创新者获得更多宽容、发挥沟通与合作的能力、拥有婚姻作为防御性保障、有更多的社会
身份进行角色调节，这些都能够干预女性刻板印象威胁，甚至成为女性创新者的发展机会和有
利条件。将“女性”嵌入到“技术创新情景”中，能够让以往晦涩不清、甚至一直被忽视的“女性创
新者”进入研究视野，从平等和关怀层面上重构有关创新者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培林，2004；杨
涯人和邹效维，2008）和创新活动的道德伦理可接受性（梅亮和陈劲，2016；陈劲，2017）。无论从
创新理论中人文观的构建、女性创新者的全面发展、还是“人文科技观”③的树立，都有理论贡献
和实践意义。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人”的因素应该、也必须成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立足点，形
成创新要“以人为本、与人和谐”（innovation for human、innovation with human）的共识。

创新能力是个体稳定的内在特质，刻板印象仅仅作为一个重要的外在归因要素，不应该成

为妨碍女性创新者发展的绊脚石。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不仅是对技术创新事业的促进，更是

对创新工作者从人文立场上的关怀、对创新知识体系从伦理层面上的建构。尽管基于社会认知

的刻板印象不能完全消除，但是仍然需要努力营造出对每一个创新工作者都感到平等和公正

的职业氛围，使得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在多元、综合的创新环境中，体验到自身的价值并获得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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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s an important pole in the labor market, wome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amily,
labor market and society. They undertake the important tasks of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 physical
contribution and social capital contribution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ork. Innovation i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power  to  lead  development,  and  is  bound  to  become state  will  and  social  mainstream.
However, how to trigger innovation and how to make innovation drive social development have become
priorities in domestic academic and practical areas.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often  the  result  of  mutual  promotion  of  basic  and  applied  sciences.  Basic  sciences  include
mathematics, physics, life science, medicine, chemistry,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so on, and applied
sciences  include  mechanical  and  vehicle  engineering,  energy  and  mining  engineering,  chemical
engineering,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etc.Und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stereotype, female default image has conflicts and inconsistency with
exceptional female innovators. Owing to these conflicts and inconsistency, female innovators lack
identity legitimacy and role consistency in their innovative careers, leading to identity crisis. This, in
turn, is causing recognition bias, cognitive bias, promotion and career risks, and then is shaping the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nnovation team. In this research, the situation is
locked in the contex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female innovators a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stereotype is used as the carrier. By a literature review of identity of consistency, a lack of
fitness and legitimacy, backlash, double evaluation bias and the orientation of public opinions within the
work, it can help to construct real organizational situation which female innovators face and arouse
public  attention from female innovators.  Thus,  it  can explore the impact  of  stereotype on female
innovators in this context,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threats of female innovators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admitting threats, it puts forward that gender stereotype does
not mean stereotype threat. Firstly, femininity allows female innovators to have contrast effects and get
more tolera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ce becomes successful, it will make people form a larger
contrast to low expectations and increase cognitive shocks to other people, thereby being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mages of female innovators. Even if the end result is a failure, people will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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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more likely to be tolerant of women. Secondly, in the context of team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trend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requires women’s ability to communicate and cooperate. Relational
female innovators’ involvement in innovation teams can make role congruency and legitimacy be more
likely to be recognized. Thirdly, as a defensive guarantee, marriage can enable female innovators to
obtain their spouses’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and also obtain support, trust
and security from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Fourthly, female innovators have more social identities for
role adjustment. Female innovators have both social and family identities, and these dual identities can
be transferred and be supplemented by resources. If they want to avoid the identity inconsistency of
innovators,  they can initiate positive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of other identities and highlight their
positive self traits, making equal, independent and self-respecting women gain recognition from others.
These can help gender stereotype threat to be intervened, and even will b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female innovators. As the pioneering attempt to use female innovators as
the object in domestic innov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gender stereotype of female innovators as the
carrier, make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female, gender stereotype and so on in the contex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reby deeply analyzes gender topic and gender effect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earch, to provide more research and reference at theory and practice levels for humanistic
view of innovation theory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female innovators in innovation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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